军民融合企业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来自我国“十大军工集团”上市公司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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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民融合是我国国防科技产业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以我国“十大军工集团”所属的63家国内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并通过LSDV法对影响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均值仅为0.459，但存在年均3%的增长幅度；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与其产品民用化程度正相关，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产品差异化、企业规模、企业注册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股本结构变动均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股权集中与较高的国有持股比例则不利于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此外，上述因素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与企业产品的民用化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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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Calcul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the Listed Companies of “Ten Military Group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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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reform in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paper selects 63 domestic listed companies owned by "Ten Military Groups" as sam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 samples by SFA model and applies LSDV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 samples is 0.459 only, but there is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3%.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a firm is proportional to the civil-oriented of its products and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y.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business scale, geographic regi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hanges in capital structures are good for promoting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firms; the higher proportion rate of state ownership and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curb the promotion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Besides, the impact of those influencing factors depends on the civil-oriented of it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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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战后至上世纪末，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相对于民用技术的发展而言，各国政府都更加重视军用技术的研究，并投入大量经济资源支持国防与军用技术开发，使国防科技产业的技术水平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在和平成为当今世界主流趋势后，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部门扩散与转移，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创新体制，促使国防科技产业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已成为当下主导的政策取向。为推进国防科技服务于经济发展，我国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的重大决策，军民融合由此成为指导我国在和平时代国防科技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指导思想；随后，国家又先后出台了有关国防科技工业投资体制改革、推进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革等等重要指导意见，推进军民融合进程[2]。由此，军民融合成为了我国国防科技产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方向。

1  文献综述


为促进我国国防科技产业实现军用技术民用化的转变，提高国防科技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军民融合问题已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事实上，军民融合的本质是要优化资源在军用与民用两大部门间的配置，核心是要提升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经营效率[3]。基于这一认识，国内已有不少成果从规范分析与定量研究两个角度对如何提升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广泛研究。

第一类文献大部分集中从政策理论层面，用规范分析的方法研究“如何提高军民融合产业效率”的问题，例如：董晓辉等[4]分析了湖南省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发展效率问题；彭春丽等[5]以核能产业为例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产业融合问题；尚涛[6]研究了在军民融合背景下军民融合企业技术转移与知识积累机制对军民融合企业竞争力及持续成长能力的影响；肖鹏等[7]则从技术转化角度探究了军民融合中技术双向转化的障碍问题，并提出了加强产学研合作等8个举措来推动军民融合中技术双向转换的发展。上述成果对军民融合问题的研究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且在提高军民融合效率及水平的判断准则上缺少科学的定量分析。

第二类文献则从定量分析角度研究了军民融合产业效率问题，例如：于志军等[8]通过SFA方法对安徽省8家军工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张勇等[9]利用DEA方法以2011年我国西部地区18家军工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军民融合产业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伍青[10]则采用超效率DEA方法研究了14家军工企业2006年的经营效率。虽然上述成果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生产效率现况，但均没有进一步对军工企业生产效率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值得介绍的是，张旭等[11]通过SFA方法对我国68家军工企业从2007到2011年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分析，并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竞争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军工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国已有对军民融合产业问题的研究尚存在如下局限：第一，研究成果多以第一类定性研究成果为主，这不利于军民融合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化和规范化，且研究结论缺乏信度与效度；第二，定量研究在军民融合产业效率影响因素方面的分析并不深入与全面，军民融合产业的产品特性、区位因素等影响因素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第三，现有研究均忽视了军民融合企业的行业异质性，缺乏对军民融合企业进行差别化研究，这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产生影响。

于1999年成立的我国“十大军工集团”是国防科技产业在军民融合思想指导下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与运用的典范，现已成为特色鲜明的军民融合型产业，并在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拟以“十大军工集团”所属的63家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从产权结构、产品差异化、市场结构等角度通过LSDV方法深入分析军民融合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此外，根据军民融合企业产品民用化程度的差异，对不用类别企业的生产效率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期深化对我国军民融合产业效率的认识，并为我国军民融合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2 研究方法

2.1 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测算模型


随机前沿分析法（简称SFA）最先是由Farrel[12]提出的一种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上测算技术效率的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把生产效率分解为技术前沿与技术效率两部分，并度量在最优状态下的最佳投入与产出关系。由于SFA方法能够充分考虑统计误差与随机扰动项等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13]，相对于数据包络分析、索洛剩余法与指数分析法这3种主要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方法更贴近于现实情况，因而SFA在企业、行业或地区的TFP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根据Battese等[14]提出的基本原理，采用Cobb-Douglas对数型生产函数的SFA对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进行测算。具体的模型如下：


[image: image1.wmf]it

it

it

it

it

L

K

Y

m

u

b

b

b

-

+

+

+

=

2

1

0

ln

ln

                    (1)


式（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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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资本投入，用企业当期末固定资产净值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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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劳动投入，用企业当期应付职工薪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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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产出，用企业当期主营业务收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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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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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从正态分布的不可控噪音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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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从单侧正态分布的技术无效率随机变量，表示第t期仅对i企业产生影响的随机因素；并且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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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时间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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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型待估参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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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明技术效率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增。

2.2 军民融合企业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2.2.1 军民融合企业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


为进一步研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路径，针对军民融合企业本身的特殊性，本文将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总结为产品差异化、企业规模等6个因素，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1）产品差异化。选取企业销售费用与销售费用增长率来度量企业的产品差异化程度。产品差异化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产品策略之一，主要源于该企业产品相对于同类产品的创新成分。有效的产品差异化能使企业成功地塑造出消费者认可的产品功能、服务与品牌形象等特色，进而使企业摆脱低层次的同质竞争而获得竞争优势，由此形成优越的市场绩效与财务绩效[15]。因而，提出本文的第1个研究假设：

假设1：产品差异化程度与企业技术效率存在正比例关系。


（2）企业规模。选取企业资产总额表征企业规模。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成本分摊的优势，易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另外，大规模企业能够凭借其在产业中的影响力来吸引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并且大规模企业通常具有较好的商誉，使其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资金等资源，从而降低其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与商业风险，进而提升其生产经营的效率。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第2个研究假设：

假设2：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技术效率越高。


（3）股权结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认为，公司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经营决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权力结构，而权力结构的差异会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的生产效率。股权结构一般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股权集中度，二是股权构成，即不同背景的股东集团各自持股比例[16]。不同性质的股权相互融合，形成相对分散而不过度集中，且能有效制衡大股东的股权结构，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绩效[17]。从生产效率角度看，股权过度集中易使大股东在生产过程中作出“独裁”性的决策，这不利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在股本结构方面，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企业国有法人持股比例相对较高，因此要着重考虑国有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国有股存在显著的产权主体缺位问题，这使得国有股东难以对企业经营者进行有效监督与管理，进而加剧公司内部人控制与拉高管理者权益代理成本；另外，在提升公司生产率方面，公司中的民营和外资股东比国有股东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18]。因此，国有持股比例的上升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2个假设：


假设3：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效率负相关。


假设4：国有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效率负相关。


（4）地域因素。选取地区虚拟变量来考察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有可能集聚着许多同一产业链上不同位置的企业，企业间的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由此往往能够形成源于生产活动地理集中的集聚经济[19]。另外，较为集中的市场有助于技术进步[20]，而技术进步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源泉。由此，提出本文第5个研究假设：


假设5：企业注册地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5）市场结构。本文利用行业中企业数量来表示市场结构。企业数量既能够反映市场结构与容量，也可以反映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的大小，行业中企业数量越多，说明行业进入门槛越低而退出成本越大，市场竞争也越激烈[21]。传统产业组织学观点认为，市场竞争能够激励企业改进生产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由此，提出本文第6个研究假设：


假设6：行业中企业数量与技术效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6）股本结构变动。股本结构的变化反映股份公司投资主体结构与各投资主体相对持股比重的变化。根据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股本结构的变动可以看作是管理者们争夺公司控制权的表现，活跃、有效的公司控制权竞争将给现任公司管理层带来压力，促使其努力改善公司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以防止企业被接管[22]。由此，提出本文第7个研究假设：


假设7：股本结构的变动将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的军民融合产业效率影响因素的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变量名
	变量说明

	产品差异化
	销售费用
	sales
	当期销售费用总额的对数

	
	销售费用增长率
	gsales
	当期销售费用相对上期销售费用增长率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
	assets
	期末企业总资产存量的对数

	股权结构
	股权集中度
	top5
	期末前五大股东持股总比例

	
	国有持股比例
	gov
	期末国有法人持股比例

	地域因素
	东部地区
	eastern
	企业注册地在东部省份取“1”，否则取“0”

	
	中部地区
	middle
	企业注册地在中部省份取“1”，否则取“0”

	市场结构
	企业数量
	firms
	根据ICB行业分类基准确定的Subsector级同行业上市公司数量，数据来源于和讯网

	股本结构变动
	股本结构变动
	gbjg
	当期存在股本结构变动取“1”，否则取“0”


2.2.2 实证模型选择


在以往对静态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通常采用组内估计量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组内估计量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以及本文研究样本可能存在显著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法）进行估计[23]，具体的估计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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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i表示不同企业；t表示不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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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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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个体和时间改变而改变的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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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被遗漏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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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十大军工集团”所属的上市公司共有73家，本文选取在国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6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标的企业的上市情况，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测算的研究期为2005年至2014年，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时间区间为2010年到2014年。除特别说明的数据外，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3.2 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测算

3.2.1 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测算结果

表2给出了式（1）的实证回归结果。从表2的C-D生产函数SFA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生产函数的所有变量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显著为零原假设，对数似然函数方程在90%的置信度下为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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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分布，这说明本文使用最大似然函数进行回归是有效的。另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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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服从正态分布，故只需对误差项进行LR test of the one-sided error检验，其检验结果通过了概率为90%的
[image: image26.wmf]2

c

分布，这说明本文对技术效率的检验总体是有效的。综上所述，本文的回归模型效果较为理想。


第二，
[image: image27.wmf]g

的系数取值在0.799 2，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非效率显著存在，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偏低。
[image: image28.wmf]h

的系数取值为0.416 4，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该产业每年存在着41.64%的技术效率进步。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目前技术效率水平偏低，但存在着较大的技术效率进步趋势。


第三，
[image: image29.wmf]1

b

和
[image: image30.wmf]2

b

均为正数，说明随着军民融合企业不断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其产出也会相应增加。固定资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大于劳动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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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我国军民融合企业产出的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的投入，这与当前我国军民融合产业主要从事高技术型制造业及计算机软件服务业的事实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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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生产活动整体而言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表2  2005—2014年我国“十大军工集团”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测算C-D生产函数SFA回归结果

	指标
	系数
	标准差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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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1 382 10
	0.247 409 480
	18.881 177***

	
[image: image34.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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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0 792 74
	0.027 881 892
	17.602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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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7 161 27
	0.019 836 538
	7.922 8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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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4 708 19
	0.020 092 337
	6.206 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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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9 242 17
	0.024 106 389
	33.154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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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1 417 59
	0.095 354 804
	6.621 7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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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6 367 14
	0.004 062 780 1
	10.248 331***

	log likelihood function
	117.520 26
	LR test of the one-sided error
	572.015 80

	注：***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变量系数显著为零的原假设


3.2.2 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分析

根据式（1）的实证数据，对我国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一，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偏低，但存在明显的逐年提高趋势；不同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别显著，但随时间推移差距逐步缩小。表3给出了2005—2014年各企业技术效率的描述性统计，2005—2014年样企业的技术效率均值为0.459。从表3中可以看出，各年技术效率的平均值都普遍较低；但从各年的变动趋势看，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逐年提升趋势，年均提升幅度为3%。另外，不同企业各年技术效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平均存在着高达0.591的技术效率差值，不同企业的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但对各年的技术效率值标准差进行统计发现，标准差随时间推移不断缩小，军民融合企业间的技术效率差距在逐步收窄。

	表3  2005—2014年我国“十大军工集团”军民融合企业各年技术效率值描述性统计

	指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最大值
	0.822
	0.828
	0.835
	0.842
	0.848
	0.854
	0.859
	0.864
	0.869
	0.874

	最小值
	0.198
	0.242
	0.216
	0.245
	0.244
	0.259
	0.274
	0.288
	0.303
	0.318

	均值
	0.394
	0.410
	0.414
	0.432
	0.450
	0.461
	0.475
	0.489
	0.503
	0.516

	标准差
	0.206
	0.210
	0.195
	0.191
	0.188
	0.141
	0.139
	0.137
	0.134
	0.132


    第二，对于军民融合企业，其产品民用化程度越高，企业技术效率越高。本文根据行业分类基准（ICB）的超行业部门对63家上市公司进行分类发现，主营业务为航空航天、国防以及兵器等产品民用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军民融合企业均集中在工业产品及服务部门，而互联网、电子信息与汽车等产品民用化程度较高的军民融合企业则集中在科技、汽车及配件等部门。分行业部门对各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行统计发现，处于产品民用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工业产品及服务行业的军民融合企业，其技术效率普遍偏低；而处于产品民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科技等行业的军民融合企业，其技术效率均值普遍较高。具体的统计数据见表4所示。

	表4   2005—2014年我国“十大军工集团”军民融合企业分行业部门技术效率分析

	指标
	建筑业
	工业产品及服务
	汽车及配件
	科技
	其他

	公司数量/家
	3
	34
	11
	7
	8

	技术效率均值
	0.531
	0.428
	0.429
	0.596
	0.487

	排名/位
	2
	5
	4
	1
	3

	注:其他主要包括不动产、个人及家庭用品、能源及化工等超行业部门


    第三，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企业技术效率均值与增长率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按照企业注册地对各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进行统计发现，无论从技术效率的均值还是技术效率的年均增幅，注册地处于东部地区的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的表现都要优于中部与西部企业，中、西部企业间的技术效率差异则相对不明显。具体的统计数据见表5所示。

	表5    2005—2014年我国“十大军工集团”军民融合企业分地区技术效率分析

	指标
	东部
	中部
	西部

	公司数量/家
	25
	16
	22

	技术效率均值
	0.445
	0.358
	0.416

	技术效率年均增幅/%
	3.588
	3.304
	2.217


3.2.3 军民融合产业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表6给出了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为重点考虑军用技术民用化程度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本文以军民融合企业主要产品的民用化程度，将总体样本分成两个部分：模型（2）估计了军用技术民用化程度较低、军品生产仍占较大比重的工业产品及服务行业共34家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模型（3）则估计了其余29家军用技术民用化程度较高、军品生产比重较低的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模型（1）则是对所有样本上市公司的估计结果。

	表6 2010—2014年我国“十大军工集团”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影响因素分析（LSDV法）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gbjg
	0.006 6***
	(2.71)
	0.007 3**
	（2.11）
	0.006 4**
	(2.42)

	sales
	-0.100 7
	(-0.97)
	-0.001 4
	（-0.09）
	-0.025 3
	(-1.11)

	gsales
	7.77e-07*
	(1.70)
	-0.004 8
	（-1.50）
	1.38e-06*
	(1.67)

	firms
	0.159 2***
	(4.58)
	3.698 4***
	（24.11）
	0.018 6
	(0.62)

	assets
	0.069 5***
	(6.24)
	0.063 9***
	（3.97）
	0.076 9***
	(5.20)

	top5
	-0.100 1***
	(-3.67)
	-0.128 5***
	（-3.65）
	-0.067 0*
	(-1.67)

	gov
	-0.035 1***
	(-5.25)
	-0.031 5***
	（-3.48）
	-0.045 1***
	(-4.08)

	eastern
	0.063 9***
	(6.36)
	0.067 6***
	（5.90）
	0.039 4***
	(-10.23)

	middle
	-0.083 5***
	(-10.52)
	0.124 2***
	（13.26）
	-0.126 6***
	(-7.79)

	LM检验
	chibar2(01)=538.82
	chibar2(01)=250.32
	chibar2(01) = 242.79

	
	Prob > chibar2=0.000 0
	Prob > chibar2 = 0.000 0
	Prob > chibar2 = 0.000 0

	Hausman检验
	chi2(6)=37.60
	chi2(6)=19.33
	chi2(6)=11.08

	
	Prob>chi2=0.000 0
	Prob>chi2 = 0.007 2
	  Prob>chi2 = 0.086 0

	注：1）***、**、*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的显著水平下不为0；2）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量


从表6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3个模型的LM检验结果均认为应采用能反映个体特性的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而不应该使用混合回归；Hausman检验结果则表明，样本个体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与某个解释变量存在相关关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而，本文采用LSDV法的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有效的。实证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1）销售费用增长率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其对民用化程度较高的军民融合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而销售费用总额对技术效率的提升无明显作用。这说明只有产品差异化程度不断地扩大，才能使产品在市场中得到认可，从而提升企业的技术效率，而停滞的产品差异化对技术效率不具备提升作用；另外，民用化程度较高的军民融合企业由于其相对民用化程度低的企业面临更为多样化且挑剔的市场需求，因而提升产品差异化程度能获得更好的经营绩效，进而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


（2）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民用程度较高的企业规模扩大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这说明此时扩大军民融合企业的规模能使企业获得由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另外，民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扩大规模的效率提升作用更加显著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于生产航空航天等民用程度较低的产品的企业而言，民用程度较高的军民融合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另一方面，产品民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其资产专用化程度相对较低，且其面临相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能够提升其范围经济效应，这些都扩大了企业规模经济的边界，使得企业在规模较大时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


（3）股权集中以及国有持股比例的增加均不利于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并且这两种因素对产品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的负面作用更大。对于股权集中，军民融合产业的股权集中主要体现在国有法人持股比例较大，因而对于军民融合企业，股权集中与较高国有持股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对于国有持股比例，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国有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支出呈反比例关系，国有法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并且，民营法人相对于国有法人而言更加关注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经营绩效。由此，股权集中及较大的国有持股比例均不利于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对产品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来说，国家为保证国防生产的稳定，国有法人持股比例会相对更高，企业的大股东即国家更加关注的是国防产品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而不是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这就使得上述两因素对产品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的效率提升产生的负面作用更大。


（4）区域经济发展对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而言。经济高度发展的区域能够形成显著的集聚经济，对企业生产具有成本节约和创新促进作用。相对于民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而言，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以及复杂性，产品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一直相对独立，且没有形成分工明确的成熟产业链，这使得其生产成本存在巨大的下降空间，此时，相对于产品民用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由于生产活动地理集中所形成的集聚经济能够对产品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产生更大的效率促进作用。 


（5）行业中企业数量的上升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且对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的促进作用特别明显。行业中企业数量增加会使市场竞争加剧，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市场条件下，市场竞争能够不断地促使企业改善生产经营方式，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对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而言，其在产品市场上一直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可能导致其生产的低效率，因而，对于民用化程度较低的企业而言，尝试进入竞争性更强的市场可能促进其生产效率的提升。


（6）股本结构变动有利于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根据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股本结构的变动能够促进企业管理层不断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军民融合企业所产生的股本结构变动大多均为国有持股比例的下降以及民营法人持股比例的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我国“十大军工集团”中63家上市军民融合企业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偏低，不同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存在显著差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技术效率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增长，且各企业间的技术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第二，分行业统计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发现，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与其产品民用化程度有关，产品民用化程度较高的军民融合企业其技术效率较高；第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效率产生影响，企业注册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其技术效率水平也越高。

运用LSDV法对样本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发现：产品差异化、企业规模、企业注册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竞争程度、股本结构变动均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股权集中与较高的国有持股比例则不利于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另外，上述因素对军民融合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与企业产品的民用化程度有关。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军民融合企业如何提升其技术效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发挥军民融合企业的技术优势，开发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相对于民营企业及普通国有企业而言，军民融合产业企业有着深厚的技术优势，如何将已有的军用技术有效转化到生产民用产品，成为决定军民融合产业效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在技术研发上的投入，探索军用技术应用在民用产品生产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要摈弃老旧思维，积极迅速适应市场经济对产品不断变化的需求，开发富有竞争力的产品体系。

第二，推进军民融合的深度，扩大民营资本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参与程度。鼓励多方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升军民融合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逐步打破军工市场的行业垄断，有效提升军民融合产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实现最大规模的经济效益。

第三，建立高效军民融合企业管理体制，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军民融合产业要积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制定并完善企业内部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决策，明确企业发展目标，并以此改善企业盲目投资及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不断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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